
书书书

专 栏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１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马骏，中山大学行政管

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走向“预算国家”
———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

王绍光　马　骏

“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

的预算能力。”

———Ｓｃｈｉｃｋ，Ａ．（１９９０：１）
“如果你不能预算，你如何治理？”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Ａ．（１９８８）

【摘　要】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重构财政制度至关重要，财政转型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引导国家治理制度转型。在西方国家建设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

财政转型———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再到“预算国家”。预算国家是采用

现代预算制度来组织和管理财政收支的国家，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财政集中

和预算监督。随着这些国家成功地向预算国家转型，它们的国家治理也变得更

加高效而且负责。１９７８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步从“自产国家”向“税收

国家”转型。随着 １９９９年启动预算改革，中国开始迈向“预算国家”。不过，在

建立预算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不仅预算监督亟待加强，集中

统一也需要继续完善。

【关键词】财政转型 国家建设 预算国家

任何国家都要汲取财政资源并按一定的方式进行支出。国家汲

取和使用财政资源的方式有很多，也就是说，财政制度有很多种。不

同的财政制度通常与不同的国家治理制度相联系，并意味着不同的

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国家一般都采用现代预算制度来组织和管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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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支。最近，王绍光（２００７）将这样的国家称为“预算国家”，并分

析了法国、英国和美国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将

财政转型和国家建设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了“预算国家”这一分析

概念，并用来分析中国的预算改革。本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在第

一部分，我们将在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讨论财政转型，并试图构建一个

以预算国家为核心的国家建设的初步理论。我们首先阐明这样一个

观点：财政制度转型是国家治理制度转型的关键，财政转型可以引导

国家治理转型。随后，我们总结了国家建设历史上两次重要的财政

转型———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再到“预算国家”，并分析了

预算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集中统一和预算监督。在第二部分，我们

总结了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建立“预算国家”的经验。从某

种角度看，这不仅是三条建立“预算国家”的道路，也是三条建立现

代国家的道路。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中国预算改革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重点。

在借鉴国外经验时，我们需要具备必要的历史意识。我们要看其他

国家处在大致类似的发展阶段、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时，它们是如何

解决的，而不能仅仅看别人正在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本文的

第三部分以建立预算国家为核心，对中国的预算改革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国家建设、财政转型与预算国家：一个初步的理论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国家，它都必须汲取财政资源并按一定的

方式进行支出。一旦国家的财政制度发生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国家

的治理制度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应抓住财政

制度这个关键环节，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来引导国家治理制度转型。

（一）国家建设与财政转型

建立一个有能力而且负责的国家，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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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制度建设，重构国家治理制

度。在这过程中，财政制度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无论

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其活动都离不开财政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需

要资金，制订政策实质上是在分配资金，实施政策也需要资金保障。

总之，没有资金什么活动都不可能开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筹集

资金并进行支出固然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但更是一个国家治理问

题。不同的财政制度，一般都是与不同的国家治理制度联系在一起

的，通常也意味着不同的国家治理水平。因此，改变国家取钱、分钱

和用钱的方式，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家做事的方式，改变国家的

治理制度。财政制度转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国家治理制度转

型。如果能通过财政制度重构，改进国家的理财水平，也就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正如著名预算专家希克（Ｓｃｈｉｃｋ，

１９９０：１）所说的：“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所谓预算能力就是指能否有效而且负责

地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能力。下面，将从提高国家能力和建立负

责的政府这两个角度，进一步阐明财政制度转型的重要性。

首先，无论如何定义国家能力，它都必须包括汲取财政收入并

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支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例如，麦格达尔（Ｍｉｇ

ｄａｌ，１９８８：４－５）定义的国家能力就包括国家的社会渗透能力、调节

社会关系的能力、汲取资源以及按既定的方式拨款或者使用资源的

能力。不过，更准确地说，汲取财政收入并按一定方式进行支出是国

家能力最基本的支持性要素之一①。而且，“相对于其他任何要素而

言，一个国家筹集和配置财政资源的方式更能说明国家现有的（和

即将具备的）能力”（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５：１７）。

分析国家能力，必须兼顾汲取和使用财政资源这两个方面的内

走向“预算国家”◆

①在斯科波（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５：１６）看来，国家能力必须具备的“普遍性的支撑”
包括：绝对的主权完整、对于特定领土稳定的行政 －军事控制、忠诚而且有技能
的官员、充足的财政资源以及对之进行配置的权力和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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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家固然需要有足够的汲取能力才能有效地实现其目标，而且，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或目的，即使仅仅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消费，国家

都会有很强的动机去汲取财政收入。但是，仅有汲取能力并不能确

保国家能有效地实现其政策目标，并取得合法性。如果没有有效的

财政制度，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活动也可能是低效率的。例如，可能

会存在各种腐败。即使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活动是高效率的，也不

能说它就一定具有很高的国家能力———即使仅仅从实现国家的目标

来看。例如，尽管国家已经从社会中汲取了足够的财政资源，但是，

由于收入管理分散，资金都被控制在地方政府或者各个政府部门，国

家实际上可用的财政资源反而经常面临短缺。在既定的财政收入水

平下，国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不能有效率地分配财政

资源，并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减少各种浪费和腐败。无论在历史上

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可能有很高的

收入汲取能力，但是，它的资源配置能力及进而通过配置资源来发展

经济、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却很低。总而言之，只有将汲取和支出资

源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理解国家能力。

其次，对于建立责任政府、落实“政治问责”（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这一目标来说，“财政问责”（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根本性

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缺乏财政问责，政治问责就不可能具有实

质性的内容（Ｆｕｎｎｅｌｌ＆Ｃｏｏｐｅｒ，１９９８：１０）。此外，政治问责本身也更

加关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支出资

金以及它们带来了什么结果或好处”（Ｇｌｙｎｎ，１９８７：２１）。

从本质上看，政治问责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可回答性（ａｎｓｗｅ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和实施性（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前者主要是指应该负责的官员有义

务提供关于他们的行动———无论是计划的、正在从事的或者已经完

成的各种相关信息，并就这些行动的正当性进行解释。后者主要是

指“问责机构”有能力根据行动的恰当与否，对应该负责的机构或者

官员进行奖励或者惩罚（Ｓｃｈｅｄｌｅｒ，１９９９：１４）。可见，要使政府负责，

首先必须要求它提供关于活动的各种信息，并就这些活动的正当性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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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释。从问责的需要来看，所有与政府活动相关的信息和解释

都是有用的。但是，最重要的关于活动的信息及解释应该是关于政

府收支方面的信息。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开展任何活动都

需要筹集和安排一定的财政资源。没有财政资源，什么活动都不可

能开展。因此，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信息越全面和详细，我们对政府

的活动也就了解得越全面和详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建立起一种

要求政府提供解释并对那些不能提供恰当解释的活动进行否决的制

度，以及一种以奖惩为特征的实施机制，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政府变

得负责。

在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发生了两次意义深远的财政制

度转型。它们不仅改变了国家汲取和支出财政资源的方式，而且也

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转型。第一次财政制度转型是从“领地国家”

向“税收国家”转型，第二次转型是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

型（王绍光，２００７）。前者使得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后者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使用财政资源的方式，而且

从整体上重构了国家的收支管理。随着财政制度的成功转型，这些

国家开始迈向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次财

政制度转型，现代国家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税收国家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上，财政制度的转型最早发生在财政收

入方面。这似乎并不难以理解。无论是什么国家，它都必须有相对

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成其为国家。在汲取充足的财政收入方面，所

有国家都有很强的动机。然而，汲取财政收入必然会引起国家与社

会经济之间的互动，一旦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发生转变，必然会

产生超出财政领域的社会影响。正如熊彼特（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９１

［１９１８］）指出的，与财政收入相联系的财政体系是理解社会和政治

变化的关键，它不仅是衡量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变化的源

泉。在不同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同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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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旦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发生变化，必然会使得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发生改变，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

在财政社会学中，与财政收入相联系的概念是“财政国家”（ｆｉｓ

ｃａｌｓｔａｔｅ）。根据收入来源不同，主要有六种“财政国家”：领地国家

（ｄｏｍａｉｎ－ｓｔａｔｅ）、贡赋国家（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ａｔｅ）、关税国家（ｔａｒｉｆｆ－ｓｔａｔｅ）、

税收国家（ｔａｘ－ｓｔａｔｅ）、贸易国家（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ｅ）、自产国家（ｏｗｎｅｒ－

ｓｔａｔｅ）（Ｔａｒｓｃｈｙ，１９８８；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６）。从一种类型的财政国家转

向另一种类型的财政国家，不仅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会发生转

变，而且常常会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伴随着政治变迁和国

家治理方式的转型。在近现代时期（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最重要的财政

国家转型是从“领地国家”转变到“税收国家”。这始于欧洲中世纪

后期，一直到１８世纪末期才完成。这一转型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

与国家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的国家治理制度。

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都是“领地国家”，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在

封建制下，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来自国王自己的

领地，另一部分来自诸侯进贡以及来自司法收费方面的收入；国家无

权直接对诸侯领地进行征税。由于领地国家的统治者主要依赖其领

地收入而生存，因此，国家财政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从中世纪

后期开始，在战争和宫廷消费所形成的巨大支出压力的驱使之下，加

上新兴的商业繁荣也累积了让各国统治者垂涎三尺的财富，国家于

是开始到领地之外去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以税收的方式将领地之

外的其他财产所有者的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这就使

得这些欧洲国家逐渐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财政国家———“税收国

家”。税收自古便有，但有税收的国家不一定是税收国家。税收国

家是中央政府及下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用税收的方式来汲取财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家庭和私

有经济）的财富，这使得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私人财富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９１［１９１８］；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８０；Ｂａｔｅｓ＆Ｌｉｅｎ，１９８５；Ｔａｒ

ｓｃｈｙ，１９８８；王绍光，２００７）。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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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向税收国家转变的速度是不同的。大约在 １３世纪晚

期至１５世纪中期，英国和法国王室才逐步摆脱对领地收入的依赖。

但直到１６３０年，瑞典、丹麦的领地收入仍占财政总收入的 ４４．８％和

３６．９％。在普鲁士，迟至 １７７８－１７７９年，仍有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

自领地。总的说来，从１３世纪末到 １８世纪是欧洲国家建立税收国

家的关键时期（王绍光，２００７）。在这一时期，随着统治者开始获得

并垄断了征税权，欧洲国家纷纷转向税收国家。税收国家的建立大

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与领地国家相比），但是它也

使得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私人部门。在汲取税收收入的过程中，国家

不得不与私人部门讨价还价，并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做出政治上的让

步，最终导致国家重新构造了财政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中尤以议会制

的产生最为重要。早期的议会制既是纳税人（尤其是纳税大户）为

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是国家用来和这些纳税大

户讨价还价、获得征税方面的同意与合作的制度（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８０；

Ｂａｔｅｓ＆Ｌｉｅｎ，１９８５）。

然而，从领地国家转向税收国家的政治影响远不止于此。在税

收国家，由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私人部门的财富，一种纳

税人意识逐渐形成。在这种背景下，纳税人及其代表不仅希望将国

家的征税行为纳入某种制度化的约束，而且越来越要求国家能够负

责而且有效率地使用这些纳税人提供给国家的资金。对于税收国家

来说，由于财政收入不再是来自统治者自己的财产所形成的收益，不

再是“私人资金”，而是“公共资金”，用公共资金建立起来的政府就

不再是“私人政府”，而是“公共政府”。既然是“公共政府”，就必须

对公众负责，尤其是在资金的汲取和使用上负责（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

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１４８，２９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

雷夫（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８０：３６３）总结说：“税收是现代民主制度兴起的先

决条件。”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财政制度将所有的收支都集中起来

并进行约束和规范，要约束国家的收支行为并使之负责是很难的。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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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韦贝尔和瓦尔达沃夫斯基（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２２８）总

结的：

在中世纪欧洲，国王和他的人民都很穷；在近现代时期

（从１５到１８世纪），绝大多数人民仍然很穷，但是，国王开

始变富裕了，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提高收入征收能力，他们的

政府的财富上升了。通过机敏地估计他们的臣民的容忍

度，统治者稳步地增加税收负担。……通过收获来自生产

率提高的果实，上升的财政收入使得国王可以过上令人眩

目的生活和发动扩展国家的战争。在一些国家，负担之重

已经超过了人民的容忍度。

在１３世纪末至１８世纪末这一时期，随着国家逐步从领地国家

过渡到税收国家，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能力大大得到提高。然而，由

于不能将国家所有的收支活动都整合进一个有效率而且负责的制度

框架内进行规范和约束，财政收支管理仍然弊端丛生。一方面，国家

的收入汲取行为经常存在各种过度掠夺的现象，甚至激发了各种抗

税暴动，而且收入征收也是低效率甚至是腐败的；另一方面，尽管国

家汲取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多，但是，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

用于公共目的，而主要被用来满足统治者及其军队和官僚体系的消

费，而且，充满着浪费和腐败（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２２８－２８２；

Ｃａｉｄｅｎ，１９８８，１９８９）。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彻底地根据“公

共政府”的原则重构国家财政制度。没有一个符合“公共政府”精神

的现代预算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政府。

（三）预算国家

如果把财政收支的记录称之为“预算”，则预算古已有之。因为

任何统治者都需要财政方面的记录，尤其是税收方面的记录，以便预

测收入，防止下属盗用税收款项。在支出方面，统治者当然也希望限

制下属乱花钱，尽管他们并不想限制自己的开销。不过，前现代国家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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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有三个特点。一是乱，税收、支出与借贷往往混杂在一起。

二是散，收入往往采取分头包税（ｔａｘｆａｒｍｉｎｇ）的方式进行征收；支出

往往采取专款专用（ｅａｒｍａｒｋｉｎｇ）的方式，君王无从了解国家整体的

收支状况。三是只限制贪官不限制君王，无论中外，除个别王朝的统

治者能以国用不足、下民困苦而简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外，大多是挥

霍无度。所以，这些前现代国家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预算国家”。也

就说，有预算的国家不一定就是预算国家（王绍光，２００７）。

建立预算国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税收国家为预算国

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只有转化为税收国家后，才可能变为预算国

家。然而，税收国家只是预算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只有拥有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才能称为“预算国家”（王绍光，

２００７）。现代预算制度萌芽于税收国家形成的后期，即 １７世纪后期

的英国。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后，为了适应国会议员们越来越强烈的加

强监督政府资金的要求，英国国会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收入同

意权，而且获得了对政府开支的否决权以及对已开支的支出款项的

审计权，国会进而任命了各种委员会来审查它授权的资金在使用过

程中是否做到了“明智、诚实和经济”。这些措施极大地加强了国会

的预算监督权，也提高了它的预算监督能力（Ｎｏｒｔｈ＆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８９；Ｐｒｅｍ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９）。这也使得财政问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在１７世纪以前，国家也有财政问责的问题。但它主要是和领地

国家君主的私产管理联系在一起的，问责的重点是，财政官员是否保

证君主的财产安全、保值和增值。然而，１７世纪后期的这一系列旨

在加强议会监督的改革颠倒了财政问责的链条，使得财政问责在

“向谁负责”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对国王的个人负

责转变为对人民的代表负责”（Ｐｒｅｍ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９：１５２）。１８世纪末

期，为了实现资金收支管理的经济与效率，英国进一步对政府的财政

管理进行集中和规范。例如，要求建立一个将所有支出合并在一起

的支出预算，要求各个政府部门提前计划一年的支出，要求所有部门

都按照统一的格式记录支出，等等（Ｗｅｂｂｅｒ＆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

走向“预算国家”◆



１０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３２６）。１８世纪后期，法国也开始在政府内部将收支权力集中到当时

建立起来的财政部，由它在政府内部进行集中的管理，其集中型的国

库管理模式对现代预算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Ｐｒｅｍｃｈａｎｄ，１９９９）。

不过，直到１９世纪，现代预算制度才最后成型，并发展成为现代

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西方国家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时间各异。尽

管英国在１８世纪的后２５年就已开始编制预算，但是，直到 １８６６年，

它才在支出方面建立起全面的国库控制，也是在这一时期，它才建立

以内阁承担整体预算责任的行政预算体制，从而才建立起真正的预

算体制（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１９１５；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３２７）。１８１４年，

法国开始编制年度预算，这被视为现代预算的第一次实践（Ｃａｉｄｅｎ，

１９８９）。从１８１７到１８２７年间，法国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对税收和支出

进行集中管理的法令。但其后的预算改革经常被政治动荡打断。

１８３０年，比利时模仿法国模式建立了现代预算制度，但不是很成功，

它的预算体系很长时间都没有整合在一起，例如议会经常要在一年

中不停地审批预算。１８４８年后，荷兰建立了有利于议会控制支出的

集中型财政体制。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在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初建

立起现代预算制度：意大利（１８６０）、瑞典（１８７６）、挪威（１９０５）、丹麦

（１９１５）。美国的现代预算制度建立比较晚，直到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才

建立起现代预算制度（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３２７）。

那么，什么是现代预算？根据著名预算专家克里夫兰（Ｃｌｅｖｅ

ｌａｎｄ，１９１５）对现代预算的讨论，现代预算可以定义如下（王绍光，

２００７）：

现代预算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政府机关在一定

时期的财政收支计划。它不仅仅是财政数据的记录、汇集、

估算和汇报，而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由行政首脑准

备与提交；它必须是全面的、有清晰分类的、统一的、准确

的、严密的、有时效的、有约束力的；它必须经代议机构批准

与授权后方可实施，并公之于众。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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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义有三点关键：１．现代预算是由应该负责并且可以负责

的行政首脑提交的财政收支计划，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计划之处；２．

这个计划必须由代议机构审查批准，在代议机构批准政府的财政收

支计划之前，政府不得收一分钱、花一分钱；３．这个计划必须包括全

面而且详细的政府计划的活动的各种信息，以有助于负责审批的代

议机构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１９１５）。总之，遵循现

代预算原则建立起来的“预算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显著标志：第一

是财政上的集中统一，也就是说，在财政收支管理方面实行权力集

中，将所有的政府收支统到一本帐里，而不能有两本帐、三本帐、四本

帐，并建立统一的程序与规则对所有的收支进行管理。这样才能确

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

督，也就是说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

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这两

者是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的（王绍光，２００７）。

随着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这些国家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方式”从公民那里汲取财政收入，并将之用于公共的目的或“集体目

标”。这些现代民主国家终于发展出一种“被广泛视为有效率的、有

生产率的，而且比以前更加公正的”财政制度（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

１９８６：３００，３０１）。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使得国家汲取和支出财政资

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预算专家凯顿（Ｃａｉｄｅｎ，

１９８９）将中世纪后期一直到 １９世纪以前的财政史称为“前预算时

代”，而将现代预算制度成型的１９世纪视为“预算时代”的开始。然

而，财政制度的转型也是国家治理制度的转型。随着现代预算制度

的确立，这些建立起现代预算制度的“预算国家”也进入了现代国

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更理性、更负责地治理国家。总的说来，

１９世纪成型的现代预算制度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理性，二是负

责。在财政领域实现这两个目标，在很大程度引导了国家治理制度

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首先，财政管理理性化带来了整个政府管理及国家治理的理性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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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财政活动理性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秩序、规范行为、实现经济

（减少浪费），它深受当时发生的工业革命的理性化和追求效率的影

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各国的预算改革都致力于在政府财政管理领

域进行集权，解决资金管理分散化的问题，并设计相应的程序和规则

来规范政府及其各个机构的收支行为，建立像财政部这样的控制机

构来监督政府各个机构的收支。在当时，财政管理领域是政府内部

最早实现这种理性化的，财政管理理性化标志着“政府理性”这一现

代理念开始付诸实施，并为以后政府管理逐步理性化以及政府承担

更多的职能创造了条件（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３２３－３２６）。而

且，现代预算制度使得这些预算国家开始建立起一个内在一致的预

算体系，不仅将整个财政收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将政府内部各

个部分及其行动有机地联结起来，这使得国家治理开始以一个“内

在一致的、互相联系的、统一的国家”的形式展开（Ｋｈａｎ，１９９７：

１３９）。

其次，在财政领域落实财政责任，为建立责任政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１９世纪是民主化浪潮席卷欧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征税权

从国王转移到议会手中。在这种背景下，各国议会纷纷开始建立各

种预算监督机制，加强议会对政府收支的监督，这使得财政问责进入

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法国式的以财政部为核心的集中型预算

管理被置于议会各个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在独立的审计机

构的协助之下，议会开始比较有效地监督政府及其各个机构的收支

行为是否与预算保持一致，是否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是否做到经济、

节约（Ｗｅｂｂｅｒ＆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６：２９９－２３０，３２９－３３１；Ｐｒｅｍｃｈａｎｄ，

１９９９）。这就在选举问责这一“纵向问责”机制之上增加了一套更具

有实质性内容的“横向问责”机制（Ｓｃｈｅｄｌｅｒ，１９９９），从而确保国家活

动对人民负责。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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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经验①

预算国家有两个标志：集中统一和预算监督。从这两个标志出

发，从逻辑上讲，存在三种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可能途径。一是先有集

中统一，后有预算监督；二是集中统一和预算监督交替推进；三是先

有预算监督，后有集中统一。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正好分别走上

了这三条路。这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以及预算国

家的三条道路。因为，无论如何对 ２０世纪的预算体系进行分类，英

国模式、法国模式、美国模式都是三种最重要的模式。英国模式主要

是在英国形成随后又被各个曾经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借鉴的预算模

式。尽管美国也曾经是英属殖民地，但是，由于其相对独特的国家建

设历程，所以，它成为一个例外，并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模式。法国模

式是在法国形成，并影响了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的预算制度。当然，自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由于各国互相借鉴其他国家的预算改革，各国

之间的预算制度的差别已不如此前那么明显（Ｐｒｅｍｃｈａｎｄ，１９８３：１３２

－１３４）。不过，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现代预算制度形成的早期，因此

将这三个国家的建设道路视为三条建立预算国家的基本道路是成立

的。同时，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这也是三条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

（一）法国道路

法国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转型模式就是先实现集中统一，

后实现预算监督。虽然早在１５世纪初，法国就规定税收必须经过等

级议会批准，但在当时的等级议会制度下，这项权力形同虚设。不经

国王的召集，它就不能开会；１６１４年后，它便没有开会。在 １７８９年

以前的１７５年间，一切税收都是国王说了算。１７８９年，路易十六之

所以召集等级议会，是为了解决法国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结果却导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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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革命。不过，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

把财政集中统一起来。每年伊始，中央政府各部都要向国王呈交一

份资金需求表；每个月，各部委必须呈交一份资金分配表，说明哪项

税收用于哪项支出；而且，这些都须经国王签署后才有效。同时，每

年各行省也得向国王呈交收支平衡表（先列支出，后确定资金来自

哪项税源），经国王签署后，各省必须严格按计划开支。正因为如

此，一位国务卿于１７７０年对路易十五说：“大臣们并不对其所在部门

的开支负责，即使他们愿意负责，因为所有的支出最终都需得到殿下

您的肯首。因此，当有人批评某部门的支出时，人们知道被批评的对

象不是该部的大臣，而是殿下您。”尽管如此，当时的财政统一程度

还不是很高。１７８８年 ３月，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前一年，旧政权通过

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所谓的“预算”。它之所以推出这个预

算，其理由是：“长久以来，我们的财政一直被分灶吃饭困扰。我们

的税收相当分散，不同的收入用于不同目的的支出。所有的税收最

好还是由财政部统起来比较好。”实际上，这份预算只停留在文字

上。更何况，一年以后，革命就爆发了。

１７８９年６月，刚刚召集的国民会议颁布一项法令，宣告以后表

决课税（不包括开支）的权限应当专属于全国代表。但原则归原则，

当时的国民会议根本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建立相应

的预算制度。进入１９世纪，受理性哲学家的影响，拿破仑试图对所

有财政开支（包括军事与非军事开支）进行控制。１８０７年，拿破仑还

创立了国家审计署（ＴｈｅＣｏｕｒ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ｓ），目的是更有效地掌握有

关各类开支的信息，从而对财政开支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从这以

后，中央政府已经基本上获取了对财政资源的掌控。但拿破仑不把

议会监督放在眼里，引起强烈反感。拿破仑被迫流亡后，复辟的波旁

王朝进一步强化财政的集中统一的力度。１８１４年，法国开始编制年

度预算，并宣布每年将根据政府部门的需要对它们进行拨款。在

１８１７－１８２７年间，法国通过了一系列财政法令，希望以此实现对财

政收入与支出的集中管理。这些法令决定了预算文件的形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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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年度和结账的时间，统一了会计机关的工作，决定了账目的形式

和报告书的性质；每年各部长要把报告提交到国家审计署接受审查。

尽管实行了财政的集中统一，法国王室仍经常滥用权力。１８２４年登

基的查理十世对王权的滥用最终导致了１８３０年革命。在法律上，七

月王朝和复辟王朝没有太大变化。但在实践上，七月王朝的国王和

以前国王却有很大区别，新国王路易·菲力浦正式承认君主立宪政

体。１８３１年，国民议会开始决定财政拨款的细节。至此，法国向预

算国家的转型大致完成。

（二）英国道路

英国的模式是另外一个模式，即财政的集中统一与预算监督交

替推进。早在１２１５年，英国就有《大宪章》，它规定，“在国土内，非

经众议会，不得征课任何兵役免除税或补助金”。换句话说，就是必

须通过议会的批准，国王才能征税。１３４４年，议会又要求国王依照

议会所决定的用途才能用钱。所以，理论上，这时预算监督的原则已

经确定。但实际情况是，直到 １７世纪的光荣革命以前，议会基本上

是个摆设，对国王的收和支都没有太大的控制能力。

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后，议会获得了控制政府开支的法定权力。但

下议院主要关注开支总量，对经费具体是怎样用掉的倒不大根究

（只有对军队和停靠在码头军舰的支出是例外，目的是防止国王用

武力推翻议会体制）。实际上，即使议会想管得细一点，也做不到，

因为当时英国的财政太分散，各个部门都卷入收费，各个部门都有自

己的会计方式，非常混乱，没有预算，没有审计，没有决算。所以，议

会根本不知道一年总共收了多少税，也不知道政府那些款项是怎么

花出去的。可见，尽管议会有监督权，但如果没有财政上的集中统一

的话，预算监督也无从下手。

光荣革命前夕，１６６７到 １６６８年间，在乔治·唐宁爵士的影响

下，英国就已经开始试图把所有的税收统在财政部手里。但其后，英

国又花了将近两个世纪，才逐渐完成了财政上的集中统一。比如说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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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０年，英国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其目的是推进简单明了的财政

管理体制，以限制或削减各类多余的、不必要的开支。为此，它提出

了１４份报告，建议建立单一帐户来取代分散的部门小金库。１７８３

年提交的第１１份报告建立了公务人员工资等级制度。虽然在开始

时，工资还是靠部门收费建立起来的小金库支付，但其后越来越大比

重的开支来自议会拨付的资金，并接受下议院的监查。议会控制的

“杂项资金”就这样快速增长，逐步超过了其他资金。

１７８７年，议会又通过了《统一帐户法》（Ｔｈｅ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Ｆｕｎｄ

Ａｃｔ），要求废除分散的部门帐户，建立一个统一帐户体系———所有的

财政收入必须缴入该账户、所有的财政支出必须从这个账户流出，并

且，无论收支都必须准确进行会计记录。这就向制定全面预算的方

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１８０２年，议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全

面的财政报告。不过在这个时候，还只是要求而已，实际上没有做

到。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在 １８４７年、１８４８年间，英国议会曾对预算

机制进行过一次检讨，它发现无论是在财政集中统一方面，还是在预

算监督方面，问题都依然非常多：各部委之间、甚至各部委内部会计

方法还未统一；各部的财务报告十分笼统；财政部依然无法有效控制

权势巨大的外交部、内务部、战争部的收支；各部门还有小金库，使用

小金库的钱往往绕过了议会；不少大笔开支未经说明；一次性拨款相

当普遍；虽然大部分资金需要议会拨款，但还没有一份文件能反映所

有的政府收支；议会对拨款和拨款的实际使用未作比较；簿记未按财

政年度保存；财政盈余简单地滚入下一财政年度等。总之，议会在很

大程度上依然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财政集中统一

的水平有待提高。

直到格莱斯顿（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上台，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变。格

莱斯顿于１８５２年第一次担任财政大臣，其后又连任了几次财政大

臣，并四次出任首相。格莱斯顿与其他改革者对当时法国集中型的

国库管理体制推崇有加，希望用一个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来取代过去

那种修修补补式的改革。１８５４年，议会通过格莱斯顿的《公共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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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一帐户法》。此后政府每年都必须定期向下议院报告财政总收

入与总支出。１８６１年，格莱斯顿设立了国库收支审核委员会，由下

议院在每一次会期的开始任命，负责审查政府的财政工作，并向下议

院报告审查的结果。１８６６年，《财政审计法》又建立了独立的政府收

支审计部门，不受政府首脑和各部委的管辖，专对下议院负责，其主

要职务是审查政府的帐目，并向国库收支审核委员会报告。在格莱

斯顿的领导下，财政集中统一与预算监督双管齐下，英国才得以在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左右完成了向预算国家的转型。

（三）美国道路

与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向预算国家的转型要慢

得多。早在美国建国前，殖民地议会就开始对英国皇室任命的总督

进行财政监督，要求大部分税源需定期经议会重新授权，拨款需确定

具体的支出目的和金额，详细规定拨款可以用于何处、不能用于何

处、可以用多少，余款则必须返还国库。当英国试图用《印花法》

（１７６５），茶叶税（１７７３）等措施为殖民官员提供一些独立财源时，便

很快引发了美国革命（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建国后，议会监督不仅延续下

来，而且得到了加强。但是，政府的财政管理极度分散，整个预算体

制非常碎片化，政府各个部门通常直接和议会的各个委员会以及议

员申请拨款。所以，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从上到下都没有一个内在

一致的预算体制（Ｋｈａｎ，１９９７：１）。由于缺乏集中统一，不仅政府的

财政管理问题很多，议会的预算监督也很难有效。直到 ２０世纪初，

外国访客还嘲笑说，美国虽然技术上很先进，但却没有预算制度。美

国预算改革的推动者之一克利夫兰（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１９１２）曾以这样的标

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预算，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直到进步时

代（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年代）后期，美国才开始启动预算改革，建立现代预

算制度。总的说来，美国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

从地方到中央，二是先实行预算监督后实行集中统一。

美国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与现在的情况非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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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一样。今天，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大部分集中在联邦政府，

其次是州政府，最后才是地方政府。而在那个时期，绝大部分财政收

支都发生在地方政府一级。例如１９０２年，美国地方政府占三级政府

财政总收入的５２％，占三级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５９％。而现在，这两

个比重分别下降到 ２２％和 ２５％。那么，当时在地方一级，是谁控制

钱袋子呢？是市议会和其中形形色色的独立委员会，它们在拨款方

面享有巨大的权力。这些批钱机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重叠又模

糊。政府各个部门都得独自向市议会及其委员会争取资金，独自掌

控开支。市议会说起来是监督政府，但它们自身的行为却不受限制。

这样一级政府不可能形成一份详尽而统一的预算。

由于预算体制太分散，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腐败猖獗。１９世纪末，美国的地方政府被普遍认为是极度腐败的。

当时市政府的雇员发工资都是现金支付，也没有帐。城市维修工程

没有开支记录，政府机构发了钱，不知道发给了谁；得到钱的人，不知

道是不是为市政府干了活；而干了活的人有可能没有收到钱。市政

府也没有公共财产记录，公有资产的流失因而屡见不鲜。当时贪污

受贿最严重的领域包括土地批租，公共服务（如清洁、垃圾处理的发

包），公共工程（如街道、交通体系、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包），

政府采购（如市立医院、济贫院的采购），规管（如警察对赌博、娼妓

网开一面）。另一个后果是滥用公款。由于没有统一的现代预算，

帐目非常乱，根本无法搞清楚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比如说 １９１１

年费城的“预算”中，有 ２５０００美金用于“邮费、冰块、档案、餐饮、维

修、广告、贷款、招待本市和来访官员，以及其它”。换句话说，随便

官员用在哪里都可以。到了年终，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十分普遍。

例如，纽约市在 １９０８年 １．４亿总拨款中包括 ８００万用于偿还“特殊

税收债
!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债
!

”，这笔钱是用来填 １９０７

年的超支窟窿的。年终突击花钱也很常见，如在纽约市１８９５年的财

政报表中，我们发现那些年薪为 ＄５０００美元 （平均每月 ＄４１７美元）

的雇员在１２月拿的工资竟达 ＄１５８３美元（相当于年薪 ＄１８５００美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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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其他城市相比，纽约的情况并不是最坏的，拿它举例只不过

是因为其历史记录较为完整而已。

在联邦政府一级，情况同样混乱。宪法把一切财政收支的决定

权都赋予众议院。１７９４年，众议院依照英国下院的方式，任命一个

专门的筹款委员会，该委员会在 １８０２年成为国会里一个常设机构。

从１８０２年到 １８６５年，财政收、支权都集中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手

中。１８６１年，美国内战开始后，林肯总统命令财政部支付未经国会

拨款的战争开支，并要求国会事后补办拨款。政府各部委也开始随

意超支，或随意支配项目余款。在战争状况下，国会没有办法只得合

作，并对以前不允许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总额拨款、超拨款开

支、拨款转移等。内战结束后，为了防止自己的权力再受侵蚀，众议

院于１８６５年将以前既管收入也管支出的筹款委员会一分为二，让它

只负责收入（现译为“岁入委员会”），并另起炉灶成立了负责支出的

拨款委员会。由此，开支与收入被分开考虑。其后，除拨款委员会

外，其他国会委员会也涉足拨款事务，如河流、港口、农业、陆军、海

军、外交、印第安人事务方面的拨款都不再归拨款委员会管辖，而落

入其他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到１８８５年，众议院已有８个委员会负责

拨款，其后增加到１０个。到１９１２年，有１４个委员会负责拨款，参议

院也有十多个委员会负责拨款事务。最后，超过一半的拨款摆脱了

拨款委员会的控制。至此，国会内统一财政计划的最后痕迹也完全

消失了，形成了“国会小组委员会治国”的格局。议员们为了扩充自

己的影响，其关注点往往是如何用拨款取悦自己的潜在支持者。如

此，财政拨款就完全分散了。与立法部门一样，行政部门也变成了诸

侯政治。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需要单独的拨款法案；这些法案都掌

握在国会里不同小组委员会手里，并在不同的时间通过。如卫生方

面的问题需要与 ４个国会委员会讨论拨款，战争部要与 ７个委员会

打交道，运输部门要与 ７个委员会打交道，其拨款由 ８个法案授权。

更糟糕的是，不同政府部门使用不同的会计方法。就连财政部的 １８

个局和办公室，其会计方式也各不相同。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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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财政体制的混乱同样带来腐败的后果。例如，滥用公款就

让人触目惊心。据一个参议员估计，１９０９年财政年度有 ５０００万拨

款是被浪费的，而当年的整个财政支出只有６．６亿。这也就是说，将

近８％的财政拨款实际上是被浪费掉了。无怪乎从 １８９５年到 １９１３

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美国的财政是处于赤字状态的。更严重的

是，在财政收支权力支离破碎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

联邦一级，都没有一个人或机构了解政府一共收了多少税、花了多少

钱，没有一个人或机构能确定政府的目标优先次序，没有一个人或机

构能对人民全面负责。

面对这样的局面，出现两种人，一种被称为耙粪者 （Ｍｕｃｋｒａｋ

ｅｒｓ），这是一批以揭露社会黑暗面为己任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批评

家。他们的文章大量集中出现在 １９０２年到 １９０６年期间，对制造改

革舆论、唤醒民众和动员群众、推动美国的社会改革起了一定作用。

但民众对耙粪者的支持在１９１２年左右逐渐消失了。另外一批人，被

称为改革者。与耙粪者不同，改革者不仅批评现状，还能拿出替代方

案；他们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希望通过制度建设让政府变得公开、透

明、有效。

改革者认为国会没有控制政府开支的积极性，议员们的兴趣在

于把钱花在自己的支持者身上；只有行政首脑才会考虑本辖区的整

体利益。因此，当时美国最急需的是建立以行政首脑为核心的行政

预算体制。所谓行政首脑，在市一级就是市长，州就是州长，全国就

是总统。改革者希望把预算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到这些人手里

去。他们推动的行政预算体制有如下特征：１．统一，预算涵盖政府

的所有活动领域；２．全面，包括特定财政年度里的所有收入和支出；

３．分类细化，按资金使用功能将它们分成标准的几大类，使之既有

利于监控，又保持一定灵活性，便于执行；４．行政首脑主导，预算由

行政首脑准备和提交，也由行政首脑负责。行政预算体制在政府内

部建立起一种集中统一的预算体制，将预算权力集中到政府首脑手

中，使得政府各个部门对政府首脑负责。对于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来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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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步是基础性的。因为，权力太分散，监督无从谈起；集中起来

再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

美国的预算改革是从地方开始的。１９０５年，一批改革者在纽约

建立了纽约市政研究所，并将该所的首要任务确立为建立现代预算。

１９０７年，该所发表一个题为《制定一份市政预算》的报告，并提议在

纽约市的卫生工作领域进行试点。在该所的敦促下，纽约市在 １９０８

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这份预算还很粗糙，只有市

政府的４个主要部门拿出了分类开支计划。尽管粗糙，效果却立竿

见影，当年纽约市薪金拨款减少了 ３１４，７０６美元；第二年，这方面的

节省增加到 １，０８１，７４８美元；１９１０年，推行薪金分级制，并纳入预

算，这方面的节省增至两百万美元。以后几年，纽约市的预算也日臻

完善。到１９１３年，预算文件已从１９０８年的１２２页增加到８３６页。

纽约市的经验很快引起了美国其他城市的兴趣，它们纷纷索要

“市政研究所”编制的《市政会计手册》，并派人到“市政研究所”举

办的培训班学习。到二十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城市引入了现代预

算体制。不久，“预算”这个词就象“民主”和“社会正义”一样变成

美国的日常用语，任何政治参与者都能琅琅上口。到 １９１９年，全国

已有４４个州通过了预算法；到 １９２９年，除阿拉斯加外，所有的州都

有了自己的预算法。

联邦政府动作稍微慢一点，因为联邦的权力还是集中在国会那

里。要打破强国会、弱总统的态势才能进行预算改革。这个过程是

在老罗斯福总统（１９０１－１９０９年）带领下起步的，他开始打破强国

会、弱总统的格局，把总统职权推进到他认为宪法没有明确禁止的领

域，有力地发挥了行政部门的主导功能。老罗斯福的继任者进一步

将联邦财政治理权从国会手中转移至行政部门，使总统的权威变得

更为重要。与此同时，相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步扩

大。历史学家卡恩（Ｋｈａｎ，１９９７）将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称之为“内

部的国家建设”，它为预算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塔夫特总统（１９０９－１９１３年）上任不久，于 １９１０年任命了一个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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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财政改革家，由领导并参与了

纽约市预算改革的克利夫兰担任主席。１９１２年，该委员会提了一个

报告，题目就叫《国家预算的必要性》，建议由总统编制统一、全面的

政府预算。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７日，塔夫特总统将报告提交国会，并制定

了《１９１４会计年度的预算》。但国会对此反应冷淡，没有理会。国会

为什么反对？因为如果由总统主导编制统一的政府预算，国会很多

小组委员会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但是，预算改革的民意支持越来越

强。因为人民看到了地方预算改革成果，例如，当时美国各地都举办

“预算展览会”，用直观方式向民众宣传预算改革成果。这迫使本来

反对预算改革的国会议员们纷纷转而支持预算改革。到一战期间，

几个大党都在纲领中增加了支持预算改革的内容。一战结束后，人

们普遍希望改革国家的预算，因此，国会就不能再搁置这个问题了。

１９２０年６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设立预算制度。但威尔逊总统

（１９１３－１９２１年）否决了它，原因是其中一个条款限制了总统的权

力。次年，国会再次通过这项法案，几乎完全没有变化，但这一次却

被哈丁总统（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批准了。这便是 １９２１年 ６月 １０日通

过的、划时代的《会计与预算法》。该法律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提出

预算，并创立了一个预算局，作为编制预算机关，局长由总统任命。

作为平衡，同时成立了一个审计署，对国会负责。这个法律实施后不

久，国会两院都把处理拨款的几个委员会合并成一个。《会计与预

算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完成了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过程。

综上所述，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把

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没有一本

帐，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监督，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

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

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

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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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预算改革

１９７８年经济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自产国家”，国家的财政收

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自有的财产形成的收入，国家以国有企业为核心

自己生产财政收入。１９７８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经济体制，也使得中国从自产国家开始向税收国家转型（马骏，

２００５ａ：３３－４３）。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也在不断地对财

政制度进行改革，调整财政职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

变的需要。然而，由于财政改革的重点一直集中在财政收入方面，在

传统的以计划为核心的预算管理体制瓦解之后，并未能及时建立一

个现代预算制度来规范性地管理整个政府财政收支。在这一时期，

财政改革重点是如何收钱，来不及考虑如何把钱管好用好。１９９９

年，中国启动了预算改革，包括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体制改革、政

府采购等，迈出了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第一步，开始走向预算国家。

（一）预算改革前中国的财政：演进中的税收国家与“前预算时代”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步从自产

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从 １９５６年到 ７０年代末，中国的财政改革一

直在不断简化税制，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然而，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开始重构税收体制。经过８０年代的两次利

改税，到 ８０年代末，中国已建立起现代税收体制的雏形（马骏，

２００５ａ：３３－４３）。在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改革的首要任务是

重构财政收入的生产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财政改革的重点早期

一直集中在财政收入领域。重建财政收入体系的过程是非常艰难而

复杂的。尽管８０年代末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现代税收体系，但是，

直到９０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汲取能力仍然很低，而且，与

以前相比出现了下降（见图 １）。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以正

税为主），在１９９５年左右达到的最低点，只占 ＧＤＰ的 １０％左右。所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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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那个时候税收是非常大的问题。政府没有钱，不要说给老百姓

服务，连政府的基本运作都难以保证，军费难以保证，警察的工资也

难以保证，这样的国家是很难稳定的（王绍光，２００７）。这就在 ９０年

代初引发了关于“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中央财政

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是否偏低的讨论以及相关的国家能力讨

论（参见王绍光、胡鞍纲，１９９３）。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９４年，国家启动

了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包括建立分税制以及引入增值

税。前者重新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后者进一步完善

了税收体制。１９９４年改革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能力开始稳步

上升（见图１）。

图 １　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综合财政总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在收入问题大致解决之后，就需要考虑支出问题，考虑怎么把钱

花好，花得负责和有效率。１９９４年，国家颁布了《预算法》。这表明，

国家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到 １９９９年，预算改革才开

始启动和全面推开。在预算改革之前的这一段时期，由于缺乏一个

现代预算制度将整个收支都规范性地管理起来，中国基本上处于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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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预算时代”（马骏，２００５ｂ），既缺乏集中统一，又缺乏预算监督。

具体地说，前预算时代的中国财政存在三方面的问题①：

１．预算资金分配权极其分散，预算编制模式简单，没有部门预

算，导致政府内部缺乏集中控制。除了财政部门之外，还有其他的部

门拥有资金分配权，财政部门根本无法将整个收支集中起来进行规

范性的管理。此外，随着预算外财政的膨胀，各个支出部门也拥有了

可以自主支配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各种非法的“小金库”。在资金分

配权分散的同时，我国的政府预算编制继续采用原来的功能预算模

式，没有部门预算。这一方面使得财政部门无法编制出一个包含所

有财政收支、反映政府及其部门全部活动的政府预算。每年的政府

预算实际上只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而对于包括预算外资金、各种基

金、各项事业收入在内的大量政府性资金，基本上仍由单位自行安

排，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无法用预算的形式对其进行规范。而

且，政府预算的编制也只涵盖部分的预算内容。另一方面，传统的功

能预算编制模式比较简单、粗糙，即将支出按其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

功能进行分类、汇总，将收入按其经济性质进行分类、汇总，这使得预

算编制不能将资金细化到部门和具体的项目。由于预算编制没有细

化，财政部门就不能及时将预算批复给部门，使得部门无法准确地把

握预算下达的时间，进而无法统筹安排年度事业发展计划，影响了预

算资金效益的发挥，同时也使得部门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二次分配权，

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分配权的分散。

２．财政管理体制极度分散，导致在预算执行中缺乏监督控制。

我国长期实行分散的财政管理体制，各部门都在商业银行开设大量

的账户，自行管理预算内外收支。这就导致帐户及现金余额分散，缺

乏财政单一账户体系。同时，各个部门自行采购商品或服务，并直接

通过自己在商业银行的账户向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者支付资金。更严

走向“预算国家”◆

①以下内容引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马骏等人编写的《公共预算读

本》，参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０８：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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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对财政活动的监管和会计控制也非常分散。我国的政府会

计体系包括相互分割的三套体系：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和代

表政府整体的总预算会计，分别对发生在不同领域的财政交易进行

记录和处理。在这种模式下，没有任何一个会计体系能够对发生在

整个支出周期的财政交易进行完整的记录和监管，财政预算内资金

一旦以拨款的形式离开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就无法进行监督与控制。

至于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更完全由各个部门坐收坐支。这就使得

预算执行过程完全没有集中控制，不仅降低了财政资金的运作效率，

而且助长了各种违规行为。

３．预算收支管理分散、预算编制粗放，政府根本无法向人大提

交一个完整全面的、一致的而且细化的政府预算，政府是一个看不见

的政府，这就使人大难以有效地履行预算监督的职能。政府预算只

涵盖财政预算内资金，纳入人大预算监督的也只是这一部分资金。

而这一部分资金的编制是非常粗略的，报送人大审批的预算草案是

按功能汇总的，其预算口径不直接对应于预算部门，且一个科目涉及

多个部门，不仅外行看不明白，内行也看不透，人大根本无法从预算

草案中看出经费预算与部门工作间的对应关系。最后，没有部门预

算，预算只编制到类一级，因此，在预算年度之初，资金并没有落实到

具体部门和项目，而是由财政部门根据人代会批准的总预算，参照上

一个预算年度的预决算数以及本年度的变化情况等因素逐步下达到

各个部门，这就使得人代会批准的预算意义不大，导致预算执行过程

中追加、变更频繁，进而使得人大难以跟踪和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

（二）１９９９年以来的预算改革：走向预算国家

１９９９年，中国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预算改革，包括部门预算

改革、国库集中收付体制改革、政府采购改革等。这一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一方面，它在政府内部将整个政府收支开始集

中统一起来进行规范性的管理，另一方面，随着财政集中统一的推

进，政府提交人大审查、批准的政府预算开始越来越全面、完整和详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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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这为人大加强预算监督创造了条件。总之，这一改革标志着中国

开始迈向预算国家。

１．集中统一

预算改革，尤其是部门预算和国库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财政

收支的集中统一。前者将原来分散的财政资金分配权集中到财政部

门，并由财政部门制定统一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规范。后者将分散

的账户和资金集中起来，并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由财政部门进行监

督与控制。这些都使得财政收支的分配和使用不再像原来那样是完

全没有监督和控制的。在新的预算制度下，各个部门都必须遵守既

定的程序和规则申请并经审查和批准之后才能获得资金，也必须遵

守既定的程序与规则才能使用资金，开展活动。

部门预算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府预算以部门为基础进行编制，

“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它要求各部门按照法律或者部门的法定职

责，将部门预算与部门的工作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统一安排使用财

政性资金。部门预算改革主要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２００８：１６－１８）。

首先，采取综合预算的方法编制部门预算，要求部门将所有收支

统一纳入部门预算，这就改变了以前政府预算只反映预算内收支，大

量预算外资金只报账甚至不报账的粗放管理方式。２００２年，根据国

务院《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财政部

门加大了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力度，将公安部等 ５个部门

的行政性收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对国家质检总局等２８个部门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随后几年，每年都逐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管理或实行收支脱钩。到 ２００７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的收费项目

９０％以上已纳入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则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些

资金都全额上交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则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其次，完善、规范预算编制方法，细化部门预算，建立规范、科学

的预算分配模式。部门预算将支出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大

类，分别采用不同的模式进行管理。对基本支出，建立和完善定额管

走向“预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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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不断细化定额项目、完善定额测定方法。同时，为提高基本

支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推进实物费用定额试点，探索定员定额与实

物资产占用相结合的定额标准体系。对项目支出预算，采取项目库

方式进行管理，将项目按重要程度和轻重缓急排序，使项目经费的安

排与部门的事业发展和年度工作重点紧密结合。同时，推动项目支

出滚动管理。为了提高预算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性，在编制

２００７年预算时开始全面采用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这是我国建

国以来财政收支分类统计体系最为重大的一次改革，新的政府收支

分类体系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准确和清晰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编制

出一个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活动的政府预算。

国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为基础、资金缴拨

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为了建立国库单

一帐户，在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各地都开展了清查帐户的工作。例

如，２００１年全国范围清查帐户时，在 ９３５，７８６个预算帐户中，共取消

或合并了１４０，７２５个帐户。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库单一帐户体系，

所有的财政资金必须缴纳进该帐户，所有的支出资金都必须从该帐

户流出，而且不到实际支付发生之时，所有的资金都保留在该帐户

中。此外，在国库单一帐户的基础上又实施了财政直接支付体系，即

由财政部门直接将资金拨付到为各个部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者，这就使得部门只能看见数目（用款数）但是看不见钱，更碰不到

钱 （Ｍａ＆Ｎｉ，２００８）。从 ２００１年中央财政启动国库集中收付体制

改革开始，截至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央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扩大到全部中

央部门，纳入改革的基层预算单位也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６个扩大到３６４３

个，并首次将中央补助地方的专项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楼继伟，

２００７：１７８）。国库集中收付体制改革在地方层面也进展顺利。至

２００５年底，３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全面实施了这一改

革，并推进到２００多个地市和 ５００多个县。这一改革建立了一个相

对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来取代原来过度分散的财政管理体制，有利

于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资金的流动进行动态监控，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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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综合核查、整改反馈、跟踪问效的运作机制，既能确保资金

的安全性，又能提高预算执行的运作效率。同时，政府采购改革建立

起一个集中的政府采购体系来取代原来分散的部门采购体系。１９９８

年，全国的政府采购规模为３１亿元；２００２年突破 １０００亿元，２００５年

超过２５００亿元，其中地方 ２１００亿元。公开招标和财政直接支付等

方式也开始在政府采购领域使用，并逐步扩大范围（财政部预算司，

２００６：１７１）。

２．预算监督

财政领域的集中统一是预算监督的基础。为了加强人大预算监

督，１９９９年６月，在审议审计署代表国务院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所作的《关于１９９８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时，全国人大要求中央政府改进政府

预算编制，编制部门预算。这实质上是要求政府实现财政上的集中

统一，从而编制并提交一个完整、全面而且详细的政府预算，以便人

大进行审查。同年７月２４日，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落实全

国人大常委会意见改进和规范预算管理工作的请示》。经国务院批

准，财政部在广泛征求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改进２０００年

中央部门预算编制的意见》，开始着手实施部门预算改革。随后，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 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

监督的决定》，强调应改进和完善中央预算编制工作，并明确要求财

政部“要细化报送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草案内容，增加透明

度”，此外，“报送内容应增加对中央各部门支出、中央补助各地方的

支出和重点项目的支出等”。目前，各级人大基本上都制定了加强

人大预算监督的条例或决定，为加强人大预算监督提供法律依据。

总而言之，部门预算改革的推进和逐步完善，为人大加强预算监督创

造了条件。一方面，部门预算改革使得提交审查的政府预算不仅包

括反映财政收支总貌的总额数据，而且开始包括反映各个部门的全

部收支活动的部门预算，而且也编制得越来越全面、细化和准确。另

一方面，部门预算改革后，编制政府预算包括部门预算的时间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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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报送人大审查（初审）的时间也大大地提前（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２００８：１９）。

部门预算改革以来，各级政府报送人大审查的部门预算的数量

一直在稳步上升。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送了教育部、农业

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４个部门预算试点单位的部门预算；

２００１年，增加到２６个部门的部门预算，２００３年增加到２９个，２００４年

增加到３４个，２００５年增加到 ３５个，２００６年增加到 ４０个，基本覆盖

国务院所有职能部门。此外，报送全国人大审议的部门预算也不断

细化，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科技、医疗、社保等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的重大支出总量和结构情况均报送全国人大审议，对不能列入部门

预算的项目的安排情况，财政部在向国务院报告的同时也转送全国

人大备案（财政部预算司，２００７：１８）。在地方层面，人大预算监督也

稳步地得到加强。目前，全国已有２４０８个省级部门预算报送同级人

大审查，超过了编制部门预算的半数。其中，河北、广东、辽宁、黑龙

江、江苏、安徽、福建、宁夏、新疆、深圳、厦门、宁波等 １１个地区已将

本级所有部门预算报送同级人大审查。而且，报送同级人大审查的

预算正在不断细化（财政部预算司，２００６：１７１）。除少数几个省外，

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已经开始向同级人大报送

包括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明细项目情况在内的综合预算。最后，在

报送人大审查的预算中，３０多个省本级已经把超收安排情况、中央

财政性转移支付情况、中央专款情况和预算调整情况列入报送内容

（财政部预算司，２００７：１８０）。

部门预算改革以来，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都开始加强，基本上确

立了以部门预算为基础的预算监督模式。同时，为了提高人大对部

门预算的审查水平，基本上建立了包括初审和大会审两大阶段的预

算审查程序，并主要依赖初审来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所谓初审就

是在政府预算正式提交每年一次的人代会审批前一个月，先提交人

大常委会进行初步审查，人大常委会在审查中就相关的收支问题向

政府反映人大的修改意见。为加强人大常委会的预算初审能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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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大常委会都在财经委员会下建立了专门的预算监督机构（有的

还同时建立一个专门的预算工委）协助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及常委会

对预算进行审查。预算改革以来，在人大预算初审领域已经涌现出

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例如，福建省、厦门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重点监督来加强人大预算审查的深度和力度；河北省人大尝试在预

算初审中引入公民听证。大会审就是政府预算草案提交每年一次的

人代会审查，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后通过政府预算。在这一阶段，一

些地方人大的人大代表开始积极地开展预算审查。例如，在广东省，

２００３年以来，随着政府提交的部门预算越来越详细，人大代表的预

算审查行为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例如开始质问一些不合理

的支出，开始要求政府修改预算、调整支出结构，等等。武汉市和深

圳市等在人代会审查期间发展出“单项表决”模式，并主要适用于重

点支出的审查与批准。在２００３年人代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运用

这一模式否决了政府某部门的基建支出（更多内容参见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２００８：第３章）。

３．走向预算国家

１９９９年开始的预算改革标志着中国财政开始进入“预算时代”

（马骏，２００５ｂ），向预算国家转型。如果现代预算制度最终成为国家

治理的基本制度，国家治理最核心的部分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整个国家治理将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负责。通过实行集中统一，预

算改革将资金汲取、分配和监督的权力集中到财政部门，各级财政部

门随之建立起各种控制程序和规则来规范财政资金的汲取和使用，

并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对财政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这相当于给资金

的汲取、分配和使用加上“第一道保险”。进一步地，预算监督的加

强又给资金的汲取、分配和使用加上了“第二道保险”（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２００８：２０）。这些制度建设都有助于促进国家财政活动的

规范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使政府更加负责。

全面评估预算改革的成效需要一项专门的研究，不过，许多证据

表明，尽管预算改革才推行了八年，已经初见成效。随着现代预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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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逐步制度化，预算的约束性和权威性正在逐步确立，政府各个部门

的行为正在趋于规范（马骏，２００７）。最近的一项研究（Ｍａ＆Ｎｉ，

２００８）也表明，预算改革使得中国的腐败治理开始进入一个通过制

度建设来减少腐败动机与机会的新阶段。例如，预算改革以来，预算

内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违规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下降（图 ２）。尽管

这项统计只涉及地方的预算内资金，而且是审计出来的违规资金，但

是，这一结果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为，一方面预算改革才推行

了八年，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各级审计的力度都在加强。这意味

着，如果继续推进预算改革，将更多的资金纳入预算体制进行规范，

资金的使用将会越来越规范。同时，资金使用开始呈现出节约与经

济。例如，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全国平均每年的采购资金节约率都

在１０－１１％之间（财政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图 ２　审计发现的地方预算内资金违规比例

资料来源：Ｍａ＆Ｎｉ（２００８）

（三）建立预算国家面临的挑战

尽管预算改革已经开始见效，在建立预算国家的道路上，中国还

面临很多挑战。因为，无论是在财政上的集中统一还是在预算监督

方面，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绍光，２００７）。首先，在集中统一

上，中国的预算改革仍然面临一些解决难度很大的问题。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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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集中统一主要是针对各个部门的预算外收支，而没有触及其

他拥有资金分配权部门的权力，除了财政部门之外，计划部门和科技

部门等强势部门仍然拥有巨大的资金分配权。如何建立核心预算机

构是中国预算改革面临的一大挑战。至于各个部门拥有的预算外收

入，虽然实行综合预算以后，这些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或者收支两条线

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但是，绝大部分仍主要是由负责征收的部门继

续使用，财政部门实际上很难对这些资金进行统筹使用，现在只不过

是将这些资金集中到财政部门控制的国库帐户中，部门需要“编制”

预算来使用这些资金（马骏、牛美丽，２００７）。

其次，尽管预算监督得到了加强，但是，从根本上看，在现阶段，

它仍不是预算改革的重点（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与政府内部财政

集中统一取得的进展相比，预算监督方面的进展仍显落后。在一定

程度上，中国建立预算国家的道路与法国非常相似。进一步加强预

算监督需要解决一些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政

治体制改革。第一，需要修改预算法，明确赋予人大代表预算修正

权。在没有预算修正权的情况下，人代会审查预算实际上只有两个

极端的选择：整体通过或者否决政府预算。其结果，人代会只能是整

体通过政府预算。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各级各地人大主要依赖初审来

加强人大预算监督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需要修改预算法中对预

算调整的定义，将更多的预算调整纳入预算监督（马骏，２００７）。第

二，需要进一步加强报送人大审批的政府预算的全面性，目前，仍有

数量巨大的资金没有纳入预算，例如，在各地，大量的土地租金、中

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变相借债形成的资金等，都未纳入政府预算，游

离于人大监督之外。第三，需要进一步要求政府细化重大资金的预

算编制。例如，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编制。自 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对

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的规模已过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

一半以上。中国转移支付的一个特点是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很高，而

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较小。然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预算编制很

粗，往往是将资金整块地“批发”给相应的部委，再由后者在预算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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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二次分配”，这给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带来很大的困难。最近几

年，全国人大一直要求政府细化转移支付预算，提高年初列入地方政

府预算的到位率，但一直进展不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０８：８９

－９２，９９－１００）。最后，预算改革以来，政府提交人大审查的预算越

来越详细，信息也越来越多，此时，如何加强人大自身的预算审查能

力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大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

一方面，人代会会期短、议程多，而且，人大代表非专职；另一方面，人

大内部专门负责预算审查的人员编制非常有限，在绝大部分地方，财

经委下设的预算监督机构一般只有五人左右。在这种状况下，就不

可能仔细而且深入地审查政府预算。在一些地方，现在已经出现人

大主动要求政府简化预算的苗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似

乎面临很大的难度：前者涉及人民代表制度的改革，例如，实现人大

代表专职化；后者需要增加人大内部的人员与编制，而能力的增加必

然带来权力结构的变化。

四、总结

没有纯粹技术性的预算改革，预算改革都具有政治含义（Ｗｉｌ

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６１）。预算改革将重新塑造国家的治理制度和政治文化，

改变国家筹集、分配和使用资金的方式实质上就是在改变国家治理

制度（Ｋｈａｎ，１９９７：２）。换言之，正如卡恩（Ｋｈａｎ，１９９７：２）所说的：

公共预算不仅仅是配置政府资源的技术工具，它们也

是塑造公共生活、国家制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文化建构。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各国几乎都以预算改革作为突破口，

建立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在建立预算国家的过程中，财政

上的集中统一和预算监督是两大关键。尽管在建立预算国家的过程

中，国家可以先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再推进另一方面的制度建设，但

是，要成功地实现国家治理转型，必须意识到，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

◆ 专栏：国家建设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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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目前，以１９９９年的预算改革为契机，中国已经开始向预算国家转

型，并已初见成效。但是，无论是在集中统一还是预算监督方面，仍有

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加大集中统一方面的改革非常

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治理理性化的基础，也是加强预算监督的前提条

件。但是，当集中统一方面的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推动预

算改革和国家治理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加强预算监督方面的

制度建设。集中统一和预算监督就像预算国家的“两条腿”，迈进了一

条腿之后，必须再迈出第二条腿才能前行。总之，既然集中统一与预

算监督同样重要，在建立预算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的预算改革应该选

择两者交替推进或齐头并进的改革路径（王绍光，２００７）。

此外，正如法国、英国和美国建立预算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的，建设预算国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中国的预算改革才

进行了八年。尽管作为预算制度建设的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其

他预算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但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仍然需

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现代预算制度需要时间才能逐步制度化，才

能镶嵌进现有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逐步地改变决策者和管理者的

决策与行为方式。而且，制度建设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制度变迁的

速度和方向都取决于组织和个人的学习能力，而学习是需要时间的。

因此，在现阶段，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例如，２００３年

以来，每年的审计报告都会发现很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

做的事情是：检讨制度方面的缺失，加强制度建设。如果能不断如

此，则中国就可以最终成功地建立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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